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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世(596-683)《法苑珠林•感通篇》出現的時代在佛教歷史中占有重要地

位，不僅反映了當時僧人對感通的理解，亦使用了特殊的遊方敘述模式來詮釋

感通。本文解釋初唐時期遊方的宗教實踐與感通之關聯性，分析〈感通篇〉的

敘事序列，說明道世對材料的篩選與排序的意義；亦探究在敘事安排中，「佛

法、聖跡、住持」所詮釋的神聖空間、歷史空間之關係；藉由空間的心理化和

主體化的觀察，探討道世對「中心」及「邊緣」觀念的詮釋，最後做出「感通」

所描述的特殊空間與當時佛教歷史發展特色之關係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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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法苑珠林》[1]一百卷由道世(596-683)（釋贊寧 1980: 553-554；1987）於

六六八年編纂。從蘭臺郎李儼的序（釋道世 2）可知道世對佛教經典的掌握

和整理程度相當高，此亦顯示道世所處的時代，中國已累積大量的翻譯佛典，

其中多半收錄在唐初最完整的佛教類書《法苑珠林》之中（陳昱珍 1992: 238-

249；川口義照 1974: 168-169；1976: 794-797；湯用彤 1988: 10-20）。隋朝帝

王通常因為不同的靈驗事件選擇受菩薩戒，與當時對佛像、舍利、佛牙等物

的感應頻繁出現息息相關，故而採用靈應事件給予佛教信仰熱情的保護和推

崇（釋道宣 2018: 157-162）。[2]唐初諸多辯論著作的出現、三教激烈的爭議，

使《法苑珠林》具有明顯的護教書寫風格，尤其是引用外典所進行的申述文

字，更展現了極為虔誠的護法態度。 

隨著佛教的發展以及與西域往來途徑的開通，僧侶往印度取經的行動逐

漸增加，不僅促成唐初眾多佛經譯本的出現，同時也改變了原來對地理空間

知識體系的理解（尚永琪 507-539），促使對「中心」、「邊緣」等觀念的重新

定義。陳金華區分了這兩個概念，原則上，佛教「中國」指的是佛陀活躍的

地方；相反，佛法不全或佛教實踐不正的地方則是邊地。他研究這兩個宗教

地理概念的發展特色，認為由佛教世界觀決定的印度為宇宙中心，中國則位

於邊地。因此，中國僧人涉及印度或中國的時候，就被「邊地情節」困擾。

陳金華從「邊地情結」的角度詮釋佛教的「中國」以及華夏的「中國」，認為

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靜態，而是互動式的動態關係。隨著佛教的興盛發展，

到了七、八世紀時，中國僧人試圖對治、甚至克服此邊地情節，尤其隨著佛

教在印度衰落，中國被視為新的佛教中心（陳金華 25, 29, 31）。佛教意義上

的「中心」和「邊緣」的互動和互相轉換之靜態性在《法苑珠林•感通篇》

如何被展現，正是本篇想探討之問題。一方面，古代中國對自然的描述，乃

是透過一系列的隱喻和象徵，使之變成人世間一切合理性的依據（葛兆光

45），另一方面，佛教的世界觀包含現實及神鬼的世界，亦借助比喻和想像

力創造多元的宇宙形象。因此，探究中國文化原本有的而在佛教傳入後修正

的「中心」、「邊緣」等地理、文明觀念時，必須考慮《法苑珠林》中佛教神

聖空間的書寫方法。這種遊方[3]的實踐不僅促進了佛經的傳播、整理和翻譯，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2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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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帶給僧人在佛陀聖跡巡禮中的感悟和理解經驗。隋文帝對佛教的崇拜

達到前所未見的規模，仁壽年間(601-60)文帝敕令將大量舍利送到全國寺廟，

由此而生的靈異事件便記錄在道宣(596-667)撰寫的《續高僧傳・感通篇》中

（釋道宣 2014: 1083-1135）。此外，隋朝王劭也特別編纂關於舍利崇拜的《舍

利感應記》，介紹發生在不同區域，與舍利和塔相關的靈驗事件（釋道宣

1983a: 213-216)。[4]由此可見感通作為宗教經驗的不同層次意義。[5] 

《法苑珠林》與道世的另一部類書《諸經要集》在世界的描述上有明顯

的差別。學者的研究表示，相對於《諸經要集》，《法苑珠林》在介紹佛教宇

宙的篇目中增加了不少內容以及對中土撰述的重視，並在描述佛教世界觀

時，除了引用佛教經典之外，也輯錄了傳統儒家文獻，如《春秋繁露》、《論

衡》、《周易》等，說明本書結合了佛教跟中國古代的世界觀（吳福秀 145-

147）。在這個書寫和概念特色作為前提之下，大部分〈感通篇〉所徵引的文

獻類來自玄奘(602-664)口述《大唐西域記》，將遊方與感通經驗等同起來。

以〈感通篇〉為例進行思考，在諸多南朝、隋、唐初僧人遊方的實踐之下，

[6]《法苑珠林》對遊方的記載與詮釋顯得別具一格。此類書與其他唐代感通

錄、感應傳等的具體差異及原因則是本文的重點。筆者以〈感通篇〉的案例

分析聚焦三個論述點：第一，思考唐代其他佛教文獻所彰顯的感通特色，作

為分析〈感通篇〉特殊性的起點；第二，從敘事結構的角度分析〈感通篇〉

的空間描述特色、敘述順序、單元等，思考此篇所呈現的遊方特色及其意義；

第三，聚焦本篇〈述意部〉所列出的三個詞─「佛法、聖跡、住持」─的含

意，探究遊方敘述所彰顯的含義。最後，從空間的主體化，總結〈感通篇〉

在《法苑珠林》之詮釋可能性。 

壹、感通與遊方關聯之思考 

「感通」是中國文化基本概念之一，天和人之間重要的鏈接，主宰天、

地和人的關係。《說文解字》將「感應」定義為「應，當也。感，動人心也」

（許慎 502, 513）。說明受到撼動的人心會彼此相應，此間存在一個相應的因

果關係。中國傳統的「感應」詮釋，乃是基於陰陽五行之說，其中以《尚書•

洪範》最具代表性，其指出「感應」是人的動作和行為（感）與自然界相應

的回報（應），二者存在的關係極為密切（屈萬里 8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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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至中土時，此觀念接續著傳統的理解，同時又經歷內涵的變化，

[8]出現「眾生有善根感動之機緣，佛應之而來，稱為感應。感，屬於眾生；

應，屬於佛」（「感應」）的道理。唐初時期隨著佛教的發展趨勢，「感通」又

有所變異。大致而言，學者認為從早期僧傳中的「神異」主題，到與唐代僧

傳中「感通」書寫所營造的護法、弘法意識，反映出佛教的歷史發展（釋果

燈 95-97；156-163；曹仕邦 107-108），[9]亦反映個人信仰與業命的緊密連結，

強調通過個人的虔誠宗教行為，便能達到專屬的感通境界。[10]不僅如此，唐

初對「感通」的體會和理解亦包含天人感遇的神祕經驗，[11]當為佛教理論和

實踐關鍵的概念。[12] 

六朝、唐代與感通、感應相關的文獻大量流傳，不同的文本、不同的作

家各自給予這個觀念特殊的詮釋可作為對照道世〈感通篇〉意義的材料，有

深化了解「感通」意義的價值。在此筆者試略談文獻所呈現的感通敘述特色。 

道宣的《續高僧傳》專門以〈感通篇〉為題，自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敘

述唐前的歷代僧人感通經驗。整體而言，這本書雖然將感通與遊方或遊化相

連結，此卻非感通重點。以釋慧達為例，其傳記除了本書之外（釋道宣 2014:   

960-962），還有慧皎《高僧傳•興福篇》（湯用彤 2001: 275-278）以及王琰

《冥祥記》（王國良 135-140）。道世在《法苑珠林》也記錄慧達的生平，卻

各不相同。〈懺悔篇〉文字引王琰《冥祥記》的慧達傳記，描寫慧達冥間遊歷

（釋道世 2483-2488）；〈敬塔篇•感應緣〉引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中

關於會稽鄮塔的敘述，其與慧達有關聯性(1209-1211)；〈潛遁篇•感應緣〉則

引《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神僧部分中「安仁寺西劉薩荷」(952-953)。〈敬塔

篇．感應緣〉中「西晉會稽鄮塔」對慧達的敘述以「塔」為主，講述此地著

名塔相關的訊息，從尚未出家的劉薩荷死後入地獄，可以拜訪阿育王所造塔

勤求禮懺，復活之後則出家，僧名為慧達，到了會稽，「忽」從地湧現了寶塔

及舍利，塔上的佛像微妙精美，「斯可謂神功聖跡，非人智所及也」，敘述模

式強調慧達被指引到此地，塔的出現增強他的虔誠態度。至於「安仁寺西劉

薩荷」敘述出家前和後的事情，提到他遊訪之多，是被人崇敬的道理，卻未

提供具體遊方細節。此傳記重點以文成郡的安仁寺與慧達密切關係的因緣敘

述，其基本敘述模式是由慧達患死、在冥道中看見觀世音，勸他禮拜育王塔

就可免先罪、甦醒、出家、為本鄉開演佛法、被人崇敬等細節構成。慧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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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傳記必須回應〈潛遁篇〉的主旨，即「蓋聞聖賢應世，影跡無方。所止

之國，莫非利益」，為宗教修行者的理想人物，「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

其隱淪，則遁仙高士」，可見僧慧達符合此定義，以自己所作所為弘法，是

他生命中最大成就。《續高僧傳•感通篇》的記載重點以慧達出家後之經歷，

敘述特殊的感通經驗，卻未與遊方做很明顯連結，唯從道宣的話「吾非大聖，

遊化為業」可推論感通與慧達遊化活動有相當的關聯性，然其感通現象細節

比遊方細節多。從這兩種同樣是收錄在道宣《續高僧傳•感通篇》及《集神

州三寶感通錄》這兩本書與「感通」議題相關章節中，對慧達生平的不同敘

述方式顯示對「感通」的不同詮釋。〈懺悔篇〉的劉薩荷傳記則多描寫出家

前所遊歷的冥界，以懺悔的議題，傳記說明遊歷冥界的經驗讓他出家，與其

他記載有互補的關係。至於《高僧傳•興福篇》中，開端與〈潛遁篇〉類似，

只有將觀世音用「一道人」的詞語代替。傳記個別敘述晉寧康中，長干寺三

層塔發光之後，慧達看到了三舍利；晉咸和中，發現金像，此細節與慧達無

直接關連，只提到這系列靈異對增強他信仰的影響（「達以剎像靈異，倍加

翹勵」）。最後兩事件涉及慧達往吳縣禮拜一座石像，以及往會稽禮拜阿育王

所造的塔。在這些例子中，重點仍以舍利、佛像、塔等為敘述中心，慧達是

貫穿這些靈異的主幹，說明舍利、佛像、塔的靈異在他信仰中的角色，而由

於慧達有空間移動，亦可觀察此感通經驗與遊方的關聯性。 

從王琰《冥祥記》、慧皎《高僧傳》至初唐道宣的兩部著作以及《法苑珠

林》中，可看到劉薩荷傳記的不同內容。學者的研究表示，劉薩荷的三種不

同敘述，即道宣、慧皎及王琰，因不同的重點，實際上可視為遊化-遊方-遊

冥三種宗教經驗的逆溯方式（劉苑如 2010: 132）。由道宣將釋慧達的傳記從

〈興福〉篇轉移至以「感通」為名的篇中，且敘述重點不同，不僅顯出「遊

化」與「感通」的緊密關係所在，還說明此傳記所隱含「感通」意義的多樣

性、詮釋的多元可能性等文化現象，且此並非不同時代排除彼此的理解，而

是佛教觀念發展的程序表現之一，即容納多元詮釋為特徵。綜觀《法苑珠林》

的〈敬塔〉、〈潛遁〉、〈懺悔〉三篇中的慧達傳記，可觀察到細節稍微不一樣，

卻符合篇章的主旨，當作詮釋各個議題的可用材料。從此角度思考道世編纂

〈感通篇〉並未提及慧達，將他的傳記以靈驗故事的形式編輯於另三篇章中，

可提供筆者探析《法苑珠林•感通篇》線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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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續高僧傳》中，除了玄奘傳記之外，提供相當詳細遊方實踐的訊息

包含如釋法沖以及釋法楷（釋道宣 2014: 1078-1081、1123-1126），其一主要

講述法沖用經典到處弘法，亦記載與玄奘討論「講舊所翻經」之事，傳記重

點是強調「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以及「沖一生遊道為務，

曾無栖泊」可看到其遊方實踐以經典弘化為主。釋法楷是著名律師，創立了

法元寺，請皇帝從原本要送到曹州的舍利改送到法元寺，此傳記大部分講述

路上發生的瑞相。最後一句總結感通性質的標準：「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

感徵最優，不高於楷」。 

綜觀《續高僧傳•感通篇》的內容，發現道宣雖然將感通與遊方相關聯，

然而此關係非特別被強調，亦非提供遊方實踐的細節，只作為說明僧人經歷

之一，其重點仍以敘述與舍利、佛像、塔相關的瑞相，由此而產生的靈驗。

作為歷史文體之一，傳記架構必須以一個（或幾個）主體展開敘述，在《續

高僧傳•感通篇》中僧人仍是傳記的主角，然而由本書中「感通」與「遊方」

的關係說明道宣想要解釋此關係的話，大多以「塔」、「舍利」、「佛像」、「寺」

等物或地點所出現的相關靈驗引起感通的敘述，此時由僧人完成空間的移

動，其角色卻相當消極，作為連結此物或不同地點的媒介，重點則在物或地

點上。 

再者，釋文諗、釋少康的《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1983: 0104a02-0108b15)

中大部分以淨土宗法師傳記為主。傳記中所謂的「感通」似乎強調停留在一

個地方或遊於山林，如慧遠「跡不入俗」、曇鸞「欲訪陶隱居學仙術」、僧崖

「每遊山林，以終日」等，此處「遊」則是獨處邊緣的地方，類似於「隱居」

之意，說明「隱居」、「遊山林」是比較普遍的個人修行實踐性質。此外，許

多傳記有夢細節，或以念佛為業，念佛後發生靈異、感應等。通常臨死時，

有光明、香氣、天花散空等瑞相。從敘述特色的角度看，這部經典用統一模

式，傳記結構相當簡單，核心單元集中在念佛的行為導致臨終時瑞相的出現。 

除了佛教文獻之外，唐初感通、感應概念也在靈驗記小說被詮釋。唐臨

的《冥報記》搜集了唐初前佛教感通故事，並在序文指出感通的道理，將感

通與「報應」的概念緊密連結在一起。「報」是識、行、報是密切相關的概

念，是「萬物之常理」，提到「無報之說」，且強調本土儒家經典中也有「報

應」的概念，分別為「近報」即為當時之報，「俄而滅族之類」，「中報」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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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年之報，「遠報」則是子孫報。也提到佛教的報應觀，涵蓋了一切行為，

「因即是作，果即是報」，並且解釋現報、生報及後報的道理，此三報「攝一

切法，無所不盡」（唐臨 1-2）。在所寫的文字，重點則是解釋自古代至唐代

以「報」內容為主之書籍，強調輪迴報應之道理，並間接地說明《冥報記》

在此系列書籍中的位置。以此主題貫穿全序文，讓本土志怪傳統與佛教的詮

釋形成特別的聯繫。 

據研究，道宣的感應理解與輪迴報應、因果報應等不一樣，採取「威壓」

的態度，較多偏向國家宗教政策（肥田路美 解題 68）。然地，一方面，道宣

的著作與其他當時流行的佛教靈驗記有差異，另一方面，道世以道宣的《續

高僧傳》以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中部分僧人傳記歸類於《法苑珠林》中

不同篇章的編輯方式，並專門立〈感通篇〉，卻只列玄奘所經歷，說明道世

對「感通」有另一種理解和詮釋。 

貳、〈感通篇〉的敘事序列 

道世對文獻的安排、篩選和編輯顯示本篇的特殊敘述，首先分析敘述順

序所構成感通的旅程。 

唐朝初年，至印度巡禮佛陀聖跡並有專著問世者有：玄奘《大唐西域記》，

[13]只包含文字卻缺乏圖；唐朝敕使王玄策由印度歸來之後，根據自己的經歷

和所得，撰有《中天竺行記》；唐朝政府出面組織人力編輯的，文字六○卷，

圖四○卷，合成百卷著作的《西國志》。[14]但是王玄策的著作和《西國志》

在宋代以後都相繼遺失。〈感通篇〉與《法苑珠林》其他篇章稍微不同的是，

〈感通篇〉引用的文獻相當少，且沒有包含〈感應緣〉，其文獻主要有三種：

玄奘《大唐西域記》、《王玄策傳》以及《貢職圖》，形成了對西土的兩層次描

述──玄奘、王玄策以及道世對兩個人遊方經驗的紀錄。〈感通篇〉的《大

唐西域記》、《西域傳》、《王玄策傳》、《西國志》的互動關係相當複雜。據研

究，王玄策撰寫的《中天竺行記》記載他往印度的經歷，由圖三卷、文十卷

組合。在六六九年已經成書，原名《西域傳》，後來因為與《西域記》只差一

字，而改名為《中天竺行記》。《法苑珠林》所引「玄奘西域傳」之名，應該

是「玄策西域傳」的誤書（孫修身 264-267）。除了有《王玄策（行）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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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職圖》明顯標題說明材料不是取自《大唐西域記》之外，《法苑珠林》還

有幾條說是出自《玄奘西域記》，學者認為不是與王玄策相關的《西域行傳》，

有可能是出自《西域志》，但因為同一事實通常被記載在三本書中，而皆有

「西域」這幾個字，因此很難分明畢竟屬於哪本書（馮承鈞 355）。筆者按照

《法苑珠林校注》（釋道世）的文本進行研究，權將《玄奘傳》、《西域傳》等

引文當作來自《大唐西域記》。 

《大唐西域記》描述了玄奘於貞觀三年至貞觀十九年(629-645)從高昌出

發西行往印度，攜帶了佛經回國，經歷了一百一十國家，留下了詳細遊過地

方的筆記，本書的敘述結構先列出卷中所描述的國家國名、每一國度的風土

人情、宗教信仰、物產、佛教遺跡等，從焉耆國到龜茲國、于闐國等，諸多

的國家是當時玄奘遊歷的地方（曹仕邦 212-215）。 

在〈感通篇•述意部〉中，道世敘述此篇的內容和撰寫動機： 

推究聖蹤難以致盡，故此土諸僧各懷鬱怏。時有大唐沙門玄奘

法師，慨大道之不通，愍釋教之抑泰，故以貞觀三年季春三月，

吊影單身，西尋聖跡。（釋道世 887） 

其中，玄奘西行的目的則是尋找佛陀的勝跡。此外，道世也在〈述意部〉

說明文獻的蒐集跟運用，以及所記錄的靈異現象： 

依奘師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非無靈異。勅令

文學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十卷，號為西國志，圖畫四十卷，合

成一百卷。（釋道世 888） 

道世還概述玄奘經過的地方，並在闡釋編纂此篇目的時，強調從諸多與

玄奘西行取經的故事中，他採取和篩選相關的材料乃「今之所錄者，直取佛

法聖跡住持，別成一卷」。可見對道世最具重要性的是那些與佛法、聖跡、

住持等相關的地方。然而，三個關鍵詞蘊含了內在矛盾，是原本隱藏在遊方

當作宗教實踐的性質。如討論歷代僧尼遊方實踐時，劉苑如指出其目的除了

弘通教化和尋師訪道之外，還蘊含了捨棄僧人對「故土」的依戀（劉苑如 et 

al. 2023: 1-49），這或許可以解釋玄奘前往印度以佛法、聖跡、住持為主的遊

方動機。此篇文章用數位人文研究的方法，提到在遊方動機上，隋唐五代求

經的比例極少，在此時期玄奘、義淨等僧人卻以求取佛教經典為名譽。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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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參訪朝聖」的動機思考，隋唐五代又不甚興盛（劉苑如 et al. 2023: 11, 

15-16），卻在道世所列出的三個動機明顯占重要地位。既然此觀察與大致趨

勢相反，筆者認為此情形值得探討。 

必須指出的是，道世編排文獻的方式首先按照玄奘到不同地點分段，幾

段則引自《大唐西域記》或《王玄策傳》，但兩種文獻有選擇性的組合。最

初，在玄奘西行開端的旅程道世引《西域傳》，云： 

奘師發跡長安，既漸至高昌得蒙厚禮。從高昌給乘，傳送至瞿薩

旦那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彼土自謂于遁國也。（釋道

世 888） 

這段文符合《大唐西域記》第十二卷，敘述彫檀立佛像，[15]再陸續地敘

述其他國家，例如斫句迦國、佉沙國、烏鎩國、朅盤陀國、達摩鐵悉帝國，

其敘述接近簡略介紹，以路線為主的紀錄，同時提到佛陀說法或羅漢入滅定

的細節。從此之後道世順著《大唐西域記》的文本描述玄奘的西行過程。 

道世的敘述，必須掌握玄奘路經各國時的敘述重心。首先，從兩個角度

分析道世的敘述方式──結構及內容。論及道世敘述方式的結構處理時，從

《大唐西域記》的敘述順序修改中可以注意到兩件事。第一、雖然大致上道

世依循著《大唐西域記》的敘述，但是在篩選之後，只保留特定王國的行旅

紀錄。第二、在原本玄奘的著作中間，他插入了其他文獻，如《王玄策行傳》

以及《貢職圖》。這觀察似乎類似於其他學者所分析《法苑珠林》引用《大唐

西域記》的情況有兩種，即一是抄錄，如卷一〈劫量篇•時節部〉，引有〈奘

法師西國傳〉，文字皆同於《大唐西域記》；二是編寫，如卷二十九〈感通篇•

聖跡部〉引〈奘師傳〉，內容雷同，但是文字、敘述次數有更改（陳昱珍 1993: 

315，注 48)。 

至於其內容處理方式，道世技巧更為複雜多元化。筆者歸類為三種情況

（在此參看唐・釋玄奘、辯機(1990)引用本書頁碼）。 

道世用概述的方式節引某段話。此情況下，內容沒有省略，只是簡短敘

述其梗概，例如在卷六的室羅伐悉底國〈舍利佛與目連試神通處及諸佛跡〉

（釋玄奘、辯機 1990: 491-492），提到舍利佛、目犍連、舍利、佛陀說法的

地方、經行之跡、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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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較長的故事概述，其部分內容被省略，例如卷六〈逝多林給孤獨園〉

（釋玄奘、辯機 1990: 488-489），道世只記載一部分的內容並提到此地方的

佛陀精舍以及佛像，重點在此地方的具體地理特色，非背後的故事。 

原本較長的內容只節錄部分，並不加概述其內容，在此情況下，內容會

被省略。例如卷六拘尸那揭羅國〈婆羅林及釋迦涅槃處〉中的本生故事(538-

539)記錄其重要細節，同時也記載有關此地方的精舍、如來涅槃之像、塔等

的細節；卷七吠舍釐國〈重閣講堂及諸聖蹟〉(597)。 

道世的敘述方式帶有所謂的索引特徵，亦即大致列出某些地方與其相關

的遺跡，卻省略其細節，可見其特殊的書寫策略。此種筆法重點放在遺跡精

髓所在，讓遺跡與感通的關聯更突出，意指道世強調的細節，不同於玄奘所

巡禮某個地方時，僅單純敘述的故事方式，而較傾向於指出這些地方與佛法

的關聯。從內容分類的分析可見道世以具體有宗教意義的地理現象，如塔、

舍利、佛經行遺跡、如來初轉法輪之處、如來說法之處、如來經行之像，靈

跡、靈相、靈瑞、佛沐浴之處，洗衣之處，袈裟之跡、佛牙、佛髮、入寂滅

之處等為重點，然人們對佛陀的崇拜和敬仰之情是通過對其遺物（佛鉢）、

遺跡（佛足跡、曬衣石）或舍利、佛頂骨、牙齒等的供養來表達的。道世不

僅介紹諸多舍利，且也提及八國大王分舍利的傳說。[16]實際上，阿育王取舍

利造四萬八千塔的傳說也好，八國王分取舍利也罷，此類傳說與相信舍利具

有靈驗效用的信念是息息相關的（劉亞丁 27），可見道世對舍利的靈驗功能

的重視。  

道世注重塔、舍利等細節，則或許是受到道宣的影響。道宣本身亦蒐集

編纂靈驗記，不少內容皆涉及在遊方過程中遇到的遺跡，[17]或直接用靈驗記

的格式突顯舍利塔與舍利的重要性。[18]不僅是塔和舍利受到道世的特別重

視，佛像也經常出現在〈感通篇〉。與舍利或塔相同，造佛像或供養它通常

會有神異體驗，佛像會產生許多神奇現象（劉亞丁 70）。如果像學者的研究

表示，「佛教發展到南北朝時期走向高峯，佛教藝術也盛興，因此對佛的崇

拜經過了從一般象徵物到塔到佛像的過程」的話（劉寶蘭 35），那麼唐初應

該以佛像為主要崇拜對象，但是玄奘也記錄了諸多塔和舍利的地理細節，可

見他對瑞祥、由佛教聖跡帶來感應的所有物體窮盡描述的精神，必須是與護

法相關聯的遊方書寫特徵，此部分亦優先被道世選入〈感通篇〉。 



謝薇娜_空間與感通_39 

至於王玄策事跡的資料，學者從史書、僧傳、小說集等輯佚（馮承鈞 347-

379；孫修身 274-281 表格），在《法苑珠林》以《王玄策傳》、《西域行傳》、

《西國行傳》等名稱出現。王玄策派遣往印度的次數總共四次，〈感通篇〉

則記載其中第三次（657-661 年）（孫修身 1998: 5-8）。[19]〈感通篇〉提到王

玄策相關的資料總共有三次，分別是：寫關於菩提樹及金剛座、與彌勒菩薩

像相關的靈驗故事；貞觀十九年王玄策敕使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的事，

亦涉及此寺菩提樹下金剛座；貞觀十七年王玄策敕使送婆羅門客回國，至摩

伽陀國巡禮佛鄉，「聖跡神化，在處感徵」。三者皆是補充玄奘於菩提寺和彌

勒菩薩親自下凡造作佛像的敘述。除了記錄在〈感通篇〉的王玄策細節之外，

《法苑珠林》其他跟王玄策相關的文字也大多以靈驗為核心的內容，佛像放

神光、佛頂骨、舍利骨等，皆類似玄奘描述佛教遺跡的敘述風格（馮承鈞 355-

366)。《王玄策傳》的靈驗敘述模式比較接近歷史記載，以客觀的態度描述靈

驗的部分，巧妙地結合了主觀的靈驗經驗與客觀的描述，這種材料的選擇或

許是道世書寫策略，試圖讓感應的描述更不被質疑。值得一提，關於王玄策

事蹟的其他文獻（馮承鈞 367, 370, 376-379），相當少以靈驗為重點，較多敘

述其巡訪的地方以及與歷史相關的細節，如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新唐書》卷二二一。其實，道世引王玄

策這三條故事，玄奘的著作也有相關內容，然其細節不一樣。菩提寺的瑞像

故事，《大唐西域記》卷八也記載。據研究，王玄策和玄奘在此故事中所提

及的佛像製作者姓名、職業和信仰上都不相同：玄奘稱造像者是不信佛法的

婆羅門，王玄策記載是出家的比丘；佛像竣工後，玄奘的紀錄是他們仍在朝

為官，王玄策認為是比丘僧。另外，造像的動機也有所差異，王玄策紀錄是

國王出資（孫修身 62）。從這個角度思考第二層的敘述，即道世篩選的資料，

可見他傾向於介紹有助於宣傳佛教信仰的訊息，若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資料

來源，他會選擇與靈驗相關且明顯強調虔誠信仰的文本。 

如同學者的研究指出，神話中對空間、神聖地方的敘述非單純的地圖化，

並非僅神聖型態的模式，而涉及物理、心理、社會的複雜界標網絡，其所描

述的形象非簡單的地圖，而是導航環境的工具(Lisdorf 260)。從這個角度思考

道世對《大唐西域記》和王玄策所留下資料的選擇，我們則發現道世的敘述

呈現遊方的宗教經驗，讓遊方與感通的關係更加緊密的結合為一。在筆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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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道世篩選玄奘所到的目的地時，發現絕大部分都與佛教歷史、本生故事相

關。佛教歷史跟本生故事理所當然是息息相關的，佛教歷史以釋迦牟尼的生

活為主而敘述，佛所到的地方、所留下的物體或相關的故事，都成為佛教歷

史記憶的核心。這些地方因而都成了佛教徒朝拜的地點。如同玄奘西行，不

僅是以取經為目的，也包含了巡禮佛陀的聖跡及其所至之處。 

無論是玄奘和王玄策個別對西域的描述側重佛教歷史、古蹟，或以唐朝、

印度兩國關係的事實為主，兩種陳述都明顯基於歷史的敘述模式，然而關鍵

點在於這類歷史資料被記錄在〈感通篇〉。前文已指出，唐初最大感通觀念

的變化則以道宣《續高僧傳》立〈感通篇〉為主。中國佛教史上有重大意義

一件事則是梁武帝鼓勵僧史的修撰對佛門史學的影響，以及佛教史學傳統的

建立。在此基礎上，不僅很多僧傳問世，而且許多以別傳、以弘法為目的的

地理著作、地理性的寺院記以及西行求法遊記皆歸屬為佛教歷史著作（曹仕

邦）。我們發現，無論是僧傳抑或是像《大唐西域記》的求法著作，皆不可或

缺「感通」此觀念，可以說是將單純歷史的記載藉由感通加以主體化，成為

特殊的宗教經驗。道世對資料的重視和篩選原則讓敘述主體化，圍繞著三個

佛教觀念──「佛法」、「聖跡」及「住持」。 

參、「佛法」、「聖跡」、「住持」的含意 

在〈感通篇〉的〈述意部〉中，道世提到了「佛法」、「聖跡」與「住持」

三個語詞，似乎認為這三個辭彙是貫穿全篇的關鍵。「佛法」是佛教的基本

理論和信仰實踐依據；「聖跡」是與佛陀和佛法相關的遺物，僧人通常在遊

方過程中會看到「聖跡」；「住持」則強調維持修行的行為、遵循佛法的態度、

堅持誠意的信仰實踐。《法苑珠林》的〈住持篇〉與〈感通篇〉有著密切關

係，從《法苑珠林》的分類結構思考兩篇之間的關聯，會發現〈感通篇〉、

〈住持篇〉皆屬於佛法修持理論與實踐知識。〈感通篇〉描述玄奘、王玄策

所見的佛教聖跡，證明佛法不虛；〈住持篇〉說明佛教護持者應該具有的德

行。戒律問題雖於書中有多處進行討論，然道世專門編寫的〈受戒〉、〈破戒〉

等篇，則屬於佛教果報、救度與知識傳播範疇。相比之下，《諸經要集》體現

佛法修持與實踐知識的部分，缺乏〈感通篇〉及〈住持篇〉的內容（吳福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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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 表格、138），在《法苑珠林》他特別立〈感通篇〉，並且不將〈感通篇〉

納入屬於佛教果報、救度的系統，反而強調佛法與住持是本篇的重要內容，

此與《冥報記》對感通的詮釋截然不同，表示〈感通篇〉在類書結構中別具

意義之處，亦反映那時代對感通理解的多層性。 

筆者從「住持」在佛經的定義和理解試著解釋〈感通篇〉對三個觀念關

注的意義。「住持」佛法因主體和對象而有所改變，即佛教教義中的「方便」

(upāya)，其重要方式之一是遍遊法界教化眾生，如元魏・曇摩流支所譯《信

力入印法門經》曰： 

文殊師利！如是如來三十二相，於一一相，十方世界，一切世

界，一切住處，一一世界，一一閻浮提，無障無礙，無有差別，

遍覆一切虛空法界，一切世間教化眾生，盡未來際，遍至無邊世

界，劫數住持無有休息。（曇摩流支 譯 949a23-28） 

此段話顯示「住持」、「佛法」以及遊方之密切關係，可於〈感通篇〉獲

得完整發揮，同時可以進一步觀察此間是否發生變化。 

「住持」在《法苑珠林》的出現頻率並不高，然而道世的用法仍允許我

們探析此概念在類書的意義，詮釋為何「感通」用來當作核心詞語之一。在

《法苑珠林》中，「住持」一詞的用法通常與末法時代相關，如〈法服篇〉。

此篇主旨即「夫袈裟為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為儭身之衣，尊之如法」

（釋道世 1095），指出塔、佛衣、佛身等，皆是重要住持佛法的修行方式。

敬佛衣是住持末法、與惡比丘、惡王滅佛法抗衡的方式之一，能於惡世廣度

眾生，於是佛告訴其弟子文殊師利云： 

我此閻浮提及諸四天下多惡比丘，起造伽藍，不修禪慧，亦不讀

經，不識文字。縱有識者，千有一二。至彼惡世，令文殊師利擎

持衣函塔等，遍歷諸國，教化人民，令造衣塔。以神通力，普被

大千，令彼惡比丘等改惡修善，習讀三藏，令法久住。（釋道世

1114） 

尊敬佛陀的法服，即是對佛法的尊重。佛衣和佛塔的重要性在於皆是體

現佛法之物，與佛典一樣具備重要性。比丘必須不斷地拜訪、尋找與此間相

關的「聖跡」，才可以護持正法，讓佛法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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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文所述，《續高僧傳•感通篇》的規範取代《高僧傳•神異篇》的

意義，提供詮釋「感通」變化的基礎。此變化亦可從《法苑珠林》的篇章安

排看出端倪。就《法苑珠林》的構思觀之，道世專門設立〈神異篇〉（卷 28），

便是要與〈感通篇〉（卷 29）和〈住持篇〉（卷 30）進行劃分。這三篇的主

旨分別是修行者的神異能力在佛教傳布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玄奘所遇到的聖

跡以及住持正法的種種要求。〈神異篇〉引用很多佛典，如在〈觔通部第二〉，

道世引《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以講述有關阿難與佛弟子大目連、大

迦葉、羅睺羅、須菩提等對話，每一個人解說自己的神力，並指出神異現象

和變化：「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眾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為除疑」（釋道世 853）；

或〈胎孕部第四〉引《雜寶藏經》中的一個前生故事，強調業緣(856-859)；

〈胎孕部第五〉引《大智度論》的故事則講述有一人見到兩鬼欲吃路旁死者

軀體，正當兩鬼為此具遺體歸屬爭執不休之際，兩鬼便詢問站於一旁觀看此

事的路人，待路人回答之後，鬼魂便將死者軀體置換為路人身體，使得此人

親眼看到自己的身體被鬼魂吃盡，故而向比丘詢問身體是否存在，從而了解

「恆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為我身」(861-862)。這些例子表示〈神異

篇〉所描述的神異力量與唐代「感通篇」的規範不一樣，可以解釋道世設立

兩個篇章的決定。與〈感通篇〉與〈住持篇〉不同的是，〈神異篇〉的結構單

元還包含〈感應緣〉，引用的文獻包含志怪小說或輔教之書（《神異經》、《搜

神記》、《冥祥記》、《冥報記》等），多反映本土的神怪觀。〈感應緣〉出自《高

僧傳》與《續高僧傳》，是以就《高僧傳》的分類來看，其例子來自〈誦經〉、

〈義解〉、〈神異〉、〈興福〉等篇，《續高僧傳》的例子則來自〈遺身〉以及

〈感通〉等篇，雖然道世使用《續高僧傳•感通篇》的例子，然他對「神異」

的定義和規範從其他例子來看，與〈感通篇〉的意義有所出入，不完全符合

〈感通篇〉所描繪的意義。觀察〈神異篇〉的結構和引文特色，以及上述〈感

通篇〉的敘述順序與材料特徵所具備的明顯差異，可以反映出這兩個概念與

前代不同的意義，抑或與「佛法」、「聖跡」、「住持」之間的特殊關連，即是

道世分開討論的原因。 

上述佛典中陳述「住持」佛法的方式之一，便是包括遍遊法界與教化眾

生，此皆代表遊方的基本定義。然而道世在〈感通篇〉藉由玄奘所經歷的旅 

 



謝薇娜_空間與感通_43 

程，代表遊方的僧人透過直接接觸與佛陀相關的「聖跡」，逐漸與佛陀形成

特殊心理上的完整性，此非遊方的教化功能，更是賦予遊方與感通特殊意義。 

在〈感通篇〉的開端，道世便提出「住持」在玄奘求法過程中是必要的

部分，肯定遊方與護法的連結。〈住持篇〉的主旨以修行、持戒而護法展開

論述。內容重點放在受戒、破戒、正法守護、教化、佛性、善持淨戒、邪見、

末世、正法的毀滅、無量功德等，從〈述意部〉第一句話「夫法不自弘，弘

之在人」闡述弘佛法的道理，並引《四分律》「非制不制，是制便行。如是漸

漸，令法久住」對「制」做說明（釋道世 917）。此後，由治罰、思慎、說聽

等三部說明護持正法、闡述「一切眾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

佛性，得成阿耨菩提」、持戒人護正法如何遊行教化、滅壞如來所制戒律、

僧人邪道、末世等問題，再按照菩薩、羅漢、僧尼、長者、天王、鬼神等部，

一一詳細講述以持戒為主要方法讓佛法久住的道理。守戒是宗教思想很關鍵

的部分，結合理論和實踐兩種系統，修行持戒必須經過個人具體的行為和親

自體驗的宗教訓練才可以實現內在的佛性。換言之，從客觀具有外在性「見」

動作所暗示的修行，到「見」內在的佛性，才是護持戒律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這些分析的結果與道世選擇敘及的內容相關。從〈感通篇〉看

玄奘經過的地方以及其特色，發現大都與塔、舍利、佛像等有關。除了大量

出現在〈感通篇〉之外，《法苑珠林》亦有關於塔、舍利在佛教裏的定義、用

法與相關靈驗故事的記載，此類內容也出現在〈敬塔篇〉和〈舍利篇〉中，

呈現「全身碎身之跡，聚塔散塔之奇。而光曜重昏，福資含識」、「佛以緣應，

感而必通」、「佛留舍利，止在今時」的道理(1181, 1269)。 

按照佛教教理，《金光明經》曰：「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

難可得，最上福田」（曇無讖 譯 354a15-16）（劉亞丁 25）。此段話說明「戒」

被體現在塔和舍利中，塔和舍利是修行「戒、定、慧」的物體象徵，也闡釋

物體世界的體驗對領悟佛理的關鍵角色。不僅如此，作為物體，舍利允許修

行者通過「定」的動作而得到智慧、累積功德，終於也可以觀看、體驗法身： 

如是觀察甚可患厭，是故我今應當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涅槃，永

離憂患無常變異，生死休息無諸塵累，無量禪定智慧功德，具足

成就微妙法身，百福莊嚴諸佛所讚，證成如是無上法身，與諸眾

生無量法樂。（曇無讖 譯 354b28-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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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過程目標是「觀」或「看」佛身，從一個修行動作當作「感」而收

到佛陀的「應」，看到如來的應身則是感通關鍵、宗教經驗表現之一。[20] 

按照〈敬塔篇〉[21]引佛經的記載，建造或者禮敬佛塔，有助於療治疾病

或是投生兜率天，其中〈感應緣〉大量援引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和《西

域志》中的靈驗故事，以及《道宣律師感通錄》[22]中有關道宣與舍利、僧伽

梨、鉢盂、錫杖、塔等的記載。[23]關於塔在何處才可以被建立的問題上，在

〈興造部〉道世引《僧祇律》云： 

初起僧伽藍時，先規度好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

在東，應在北。不侵佛地僧地，應在西在南作僧房。（釋道世 1189） 

在這部詮釋戒律的經典，建塔的地理位置必須遵守嚴格的規律，須以東、

北兩個方向為主。 

在〈感應緣〉的部分，道世引《宣律師住持感應傳》中道宣問天人有關

舍利的來源、僧伽梨、鉢盂、錫杖放置處等細節。僧伽梨(sanghātī)指印度僧

團所准許個人擁有之三種衣服之一；鉢盂(pātra)是修行者所持的鉢，強調修

行生活的樸素；錫杖(khakkhara)是比丘使用的十八物之一，此皆指出日常生

活、出家人修行生活的重點。在此道世選擇的文本涉及原處佛陀所具備的僧

伽梨、鉢盂、錫杖等，陳述佛陀在末世厭惡比丘「貯畜不淨物，不受持三依，

毀滅正法故」，到時如何使用，而令正法久住（釋道世 1223-1228），間接地

表示這些聖物與持法的關聯。劉苑如表示，法顯求律求法的旅途中，師子國

聽聞佛鉢東傳之事，是重要的主題和動機。此事被記錄在《佛國記》，卻從

法顯的傳記被刪除，且由《泥洹經》遇火卻不毀滅的情節所取代。此書寫修

改代表當時僧人由般若學轉向涅思想的趨勢，無疑是法顯攜帶了《大般泥洹

經》後被翻譯有關（劉苑如 2014: 252)。[24]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道世回到佛

鉢的傳說，並將之與「正法」並提，說明在初唐佛鉢仍繼續有法顯《佛國記》

中的象徵意義，想必是在道世的心裏此一提強調佛法永駐不變之意。 

道世〈敬塔篇〉所涉及的內容包含兩種特色：一涉及塔的靈驗功能、一

涉及塔在修行過程的重要性，即強調與信仰活動的關係，[25]兩個面向息息相

關。從此可以推測〈感通篇〉呈現的諸多「塔」字，在旅途中必須放在此一

脈絡理解，不僅是尋找靈驗證據，也是將尋訪塔、舍利所代表的聖跡遊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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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當作一種特殊修行。結合了此篇描述的空間移動，以及崇拜聖地與佛陀相

關的遺址帶來的感應經驗，確實是由於人的行為而被主體化的地理敘述。[26] 

據筆者的統計，在〈感通篇〉中道世引用玄奘記載的故事，諸多記錄在

以重要佛教歷史事件專門闡釋戒律問題的《四分律》、《五分律》、《根本說一

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等，這類佛教經典意義重點以「大法淵深濟必由戒，神

眾所傳不可有闕」（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 譯 567a29- b01）為主旨，表示對佛

法、正法久住等的關懷。例如《大唐西域記》卷一喝縛國(Bactria)〈提謂城及

波利城〉（釋道世 122）中記載，佛陀為提謂和波利講人天教說，第一次解說

五戒十善的道理，這亦是首次建立塔的地方，故事頗有象徵意義。卷六劫比

羅伐窣堵國（即迦毘羅衛國 Kapila-vastu）〈釋種誅死處〉(516-517)：毗盧擇

迦王誅殺釋迦族的故事、卷六拘尸那揭羅國(Kuśinagara)的描述也具有修行

意義：佛陀往王舍城時途中得病，在此地方入涅槃，因此被佛徒視為聖地，

是中國高僧必然巡禮的聖地(536)。以及同卷〈婆羅林及釋迦涅槃處〉(544-

545)記載關於蘇跋陀羅 Sunhadra（善賢）證果、入寂滅之處，[27]此段出現許

多與修行相關的「行」字以及所謂的「當試四歲」，即出家受戒前，必須經過

四個月的試驗學習。卷七婆羅痆廝國（舊曰波羅柰國 Vārānasī）的〈鹿野伽

藍〉，即佛陀初轉法輪之地，是佛教四大聖地之一(561-564)，以及同卷吠舍

釐國(Vaiśālī)〈七百聖賢結集〉的故事(601-602)講述佛教史上第二次結集，是

佛涅槃一百或一百一十年後的事等例子。這序列例子同樣記錄在《四分律》、

《五分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等律藏經典以及〈感通篇〉中，

其重點是佛教歷史中有代表性的事件。道世偏向以佛教重要事件為核心安排

以「感通」命名的篇章，將一種歷史文本轉換為宗教文本，想強調的是以持

戒、住持而讓佛法永駐。可推論重新體驗這些佛教歷史上具象徵意義的事情

是感通之體現。 

中國古代地理書寫通常從一個具體地理空間的自然世界，轉而成為想像

中的神祕空間，同時又與原始生活和宗教信仰息息相關，融合空間方位與精

神地理。[28]如果延伸此一思考模式，可以看到，道世引地理書籍詮釋「感通」，

藉由很具體與佛教（歷史）相關的地方、小國等的精確描述，由與佛陀生活、

諸多舍利、塔、佛像地方的介紹，將真實的地理空間，轉換為合乎佛陀和信

仰者之間相互感應的地理空間，即達到了主體化的空間組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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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對「感通」的基本理解，佛能依眾生不同的機緣而有不同的回應。

這是此後中國佛教所講的「感應」，眾生的機緣與佛陀的回應形成兩股交匯

互動的力量，所謂「感應道交」。在〈感通篇〉玄奘遊方此宗教經驗過程中，

由於舍利作為佛教神聖空間表現之一，而舍利的尋訪和崇拜是感通的一部

分。在高僧的宗教生活當中，「舍利的感應，應當是一種感應道交的內在體

驗」、「感應道交，成為『自力』修持與『他力』救助相結合的代名詞」（李四

龍 123）。可見「修持」彰顯很特殊的地理意識，與遊方提供感通的具體體驗

息息相關，從實際地理(real geography)到敘述圖(narrative map)再到精神地勢

(spiritual landscape)的軸心，逐漸地體現神聖遺跡(sacred)（外在因素）－敘述

(narration)－感受(perception)（內在化）之間的關係，以及遺跡、佛法、住持

之間的關聯。 

肆、空間的主體化：〈感通篇〉所彰顯的特殊意義 

思考〈感通篇〉敘述結構所彰顯的意義，必須考慮道世、道宣及玄奘的

關係，後兩者因對遊方和戒律有特別的態度而影響到了道世以感通強調「正

法久住」的書寫。[29]《法苑珠林》的〈感通篇〉必須放在大量出現感通類著

作的時代背景下考察，如與道世同時的三部著作《續高僧傳．感通篇》、《集

神州三寶感通錄》、《律相感通傳》等等。道世加入了由道宣當作高座並為玄

奘譯場的西明寺，在本寺蒐集、整理佛經以編纂《諸經要集》和《法苑珠林》

時與道宣密切合作，受到了後者在思想的影響，而《法苑珠林》僅僅在《集

神州三寶感通錄》被編纂四年後問世。兩本書引舍利、瑞經、佛像、神僧等

同樣與感通相關的材料，皆是類書議題之一，亦是道宣著作的主要題目。道

宣還用感通來談是非以及中國佛教傳來和律學的問題，作為謹嚴律僧的道宣

如此地深信感通，應該是戒律規範實踐的表現之一，是道宣思想很大的特點。

在《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序》，道宣認為戒關聯三寶的住持，假如違反戒

律，正法則會滅亡，因此這本書專門針對當時中國佛教社會而撰寫（山崎宏

167-169）。[30]除此之外，道宣與玄奘關係也密切，道宣參加了由玄奘領導的

佛經翻譯活動，同時也撰寫了玄奘充滿遊方感通細節的傳記。[31] 

道宣的影響也可以由他如何巧妙地將遊方與感通聯繫來看。在《集神州

三寶感通錄•序》，道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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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競，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泊唐

年餘六百，靈相肹嚮群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而扣。（釋道宣

1980: 211） 

由此文觀之，道宣認為感通出現在佛門須要護法的時候，然中國的靈相

到處可尋，更重要是「神化無方」此說法。所有舍利、瑞祥、佛像、神祕寺

廟等，都證明佛法的普遍性，因此必須蒐集和記錄這方面的材料。[32]藉由「遊

方」與大量的「感應」事蹟，重申佛法的無所不在，提醒人們加緊修持。除

此之外，《釋迦方誌》也與遊方的議題相關，釋迦牟尼所居國的地誌敘述受

到玄奘《大唐西域記》的影響，但是也提供了其他寶貴歷史材料。《釋迦方

誌・序》云： 

今聖跡靈相，雜沓於華胥；神光瑞影，氤氳於宇內。義須昌明形

量，動發心靈。洎貞觀譯經，嘗參位席，傍出《西記》，具如別

詳。但以紙墨易繁，閱鏡難盡，佛之遺緒，釋門共歸。故撮綱

猷，略為二卷，貽諸後學，序之云爾。（釋道宣 2000: 2） 

可見道宣撰寫本書的重點，不僅是以地方誌的風格描述與佛陀相關的地

方，更重要是這些地方的聖跡靈相足以動發心靈。通過整理有關舍利、寺廟、

佛陀足跡等地理特色，與此相關的感通故事，便可描繪佛教歷史的另一面向，

藉由神聖地理而找到護法的依據。 

道世對玄奘巡禮地點的選擇體現「佛法、聖跡、住持」的意義，一方面

表示遊方與「正法久住」信念的關聯，另一方面顯示「正法久住」方法之一

就是「住持、持戒」。筆者認為至少有三種解釋。第一、如同道宣一樣，道世

身為撰寫佛教戒律著作的律師，此方面無疑受到了與道宣密切合作的影響。

一方面道世與道宣密切合作編纂佛學書籍；另一方面道宣參加玄奘的佛經翻

譯活動，然玄奘從印度回來後開始系統地翻譯唯識學的經典，有助於唯識學

的形成。學者認為道宣戒學基本立場的「戒體」問題和道宣戒學的特色，以

唯識學為背景而發展，當時一般視戒學為毗尼小乘，而道宣卻以玄奘學說解

釋《四分律》，並且主張毗尼大乘及四分分通大乘（佐藤達玄 162-163）。在

這條件之下，道世選擇用玄奘《大唐西域記》為解釋感通的主要材料獲得合

理的解釋。第二、從社會歷史的角度思考，學者指出當時唐高祖對道士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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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嚴格規定（陳昱珍 1992: 242），此與道世強調持戒、住持亦相關。此外，

以「住持」強調「正法久住」的道理，抑或是回應當時道佛教的激烈爭議。

[33]第三、作為宗教修行之一種，遊方與「住持」息息相關，「佛法、聖跡、住

持」三個關鍵詞的分析證明這點。在分析的例子當中，我們看到諸多與佛教

歷史，或本生故事，作為佛教徒必須學習、模仿、住持的規範。住持、守戒

則是正法久住關鍵所在，在傳播佛法和護法的過程中極為重要。許多佛教歷

史、佛陀本生故事充滿〈感通篇〉，或許指示一個源頭、一種權威，讓歷史

敘述與個體信仰結合成確定不移的感通經驗。本篇所描述的神聖遺跡和遺物

代表佛陀與遊方者之間的感通，亦即神聖場域體現的宗教權威和宗教信仰者

的關係，尤為護持佛法的重要手段。因此，道世以遊方與佛教有代表性的地

點為核心編寫的〈感通篇〉，抑或是回應佛教徒面臨末法之世的意識，特別

是在北周武帝滅佛教之事，啟動了佛教徒護法和求道的熱情（吉川忠夫 41-

43），其主要目的在於顯示主體與佛陀之間產生特殊感通的範例。 

如同前賢研究已表示，道宣思想體系中感通與戒律的關係如此密切，在

佛法衰頹的時代，「戒」尤其重要，甚至「成為一種神聖的標記」，必須持守

在日常宗教實踐中（劉苑如 2013: 154-155）。〈感通篇〉敘述的遊方經驗以「感

通」為題名，從物理學的角度思考之，則是用眼睛、身體以及心去體會和意

識到與佛陀的特殊統一，是接近神聖的完美規範。在此意義上，作為宗教修

行意義下的遊方，是感通觀念在唐初發展特色：遊方將充滿聖跡的客觀世界

內在化，亦即由外在力量形成的感應，其是代表「感通」的「感所通」特點。 

據研究，諸多早期中古遊記非去個性化地描寫異方的地理和風俗，反而

記錄個人的經歷，體現對世界的主體性觀看（田曉菲 3）。在這樣的情況之

下，文本所反映的風景實際上是個人化的聚焦效果。我們可見在〈感通篇〉

很多句子以「……地方有……」的格式敘述玄奘經過的神聖地方，由玄奘的

角度敘述經過諸多的國家，似乎突出遊記的客觀性。然而，道世在直接引用

玄奘的敘事，加上「玄奘傳云」等的引文開頭，此意味著從某個視角所講述

的內容。除了此之外，「見」、「觀」詞彙出現頻率極高，強調由主體所感受的

客觀世界的方向。此與南朝劉薩荷由慧皎撰寫《高僧傳》的傳記中的敘述格

式有異同之處，因為劉薩荷的遊方就是一種禮懺動作，從佛陀遺跡得到的靈

感而進行懺悔，「見」則是敘述者書寫策略，藉由劉薩荷的眼光讓「湮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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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廢墟與聖物得以重新被發現」。[34]一般在傳記裏，通常出現「見」字，

即由於劉薩荷的傳記是由別人撰寫的，此預定了敘述的角度，將傳主當成遊

方的客體；然，〈感通篇〉涉及兩層敘述──玄奘和道世，玄奘多用「……地

方有……」，道世則用「見」指示玄奘所見的舍利、塔等，強調這種宗教行為

的修行性質。值得一提，在旅程中，玄奘敘及聖跡似乎沒有用像「如同……」、

「看作……」、「是作為……」等斷語，原本屬於想像力介入之處，或相似性

討論中意象的功能（黃冠閔 26）一律被忽略，原因在於，巡訪佛教聖地必須

以誠摯態度證明神聖地方的存在，透過以親眼看到的方式敘述所聞所見，這

才可以產生靈感和頓悟(epiphany)，是因為有「感」而如來「應」，是見佛性

關鍵所在。[35] 

此方面的信仰體現道世時期佛教的發展趨勢──佛教只被當成政教使

用的工具性宗教，這件事對道世而言則是末法時代。通過遊方描述的感通，

道世宣傳佛教實踐必須在日常生活體會，此種感應才是佛教的重點。這種理

解標誌著從客體環境接納的「感」而轉成主體的「通」，符合學者對感通觀

念從前期「通所感」到初唐「感所通」的過程（釋果燈 95-97；156-163）。因

此，從這個角度思考〈感通篇〉以遊方的模式出現在佛教類書這件事，鏈接

過去對「感通」的理解、初唐「感通」的改變、宗教實踐的議題以及佛教在

日常修行的重要性。遊方與感通鏈接起讓住持與悟道的關係更突出，其關係

方向應該是「遊方－外在（客體）世界－感通（由外在的力量而形成的感應）

－住持的道理由個體的體會和實現－內在信仰（主體）－悟道」，住持、持

戒的強調以及空間的心理化過程，則是唐初對「感通」的新特徵，可見道世

編纂《法苑珠林》對「感通」此觀念的重視和關懷。 

結 語 

以上所關注的問題皆圍繞著〈感通篇〉的敘事特色，並分析唐初「感通」

的特徵，聚焦「感通」所描述的神聖空間，讓我們如此重新思考「感通」以

及佛教地理，藉此思考空間概念在佛教傳統的運用。在此環境之下，我們可

以理解道世對神聖空間的描述，乃是藉由「感通」而強調「佛法、聖跡、住

持」，重新定義想像中的「地理中心」所在，詮釋「凡」、「聖」的空間。從這

個角度思考〈感通篇〉對感通與遊方的結合，則不僅彰顯《法苑珠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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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的觀念對物理地理進行詮釋，也表示道世以感通為原則的描述，

與其企圖重寫專屬佛教的地理亦是呈現信仰者心目中的特殊地理空間所在。  

道世對神聖空間的詮釋主要集中在〈感通篇〉，由此而特殊地描述「中

心」、「邊緣」的範圍，與其他六朝、唐初時期爭論華夏、天竺優先性的文獻

進行多元對話。例如，劉宋高僧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的「然則老氏、仲

尼，佛之所追，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天竺，天地之中，佛教

所出者也」（釋僧祐 381-382），或釋僧愍〈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的「如

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釋僧祐 396）。

[36]等文章，通常藉由與道士對話的格式，針對道教或儒家代表性人物或道經

的意義，或是辯論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的優劣，由此延伸討論「中土」、「邊

緣」的區分和定義。 

據學者的研究，佛教在中土的傳播經過晉代、六朝與玄學的結合，以「格

義」訓解佛經，取得上層社會的信仰後，轉向廣大群眾，其傳布的方式與手

法，為因應庶民而有所調整。疑偽經與靈驗記的興起，便是其中的方便法門

（劉亞丁 366）。在〈感通篇〉引用的文獻雖然在形式上不像其他《法苑珠

林》的章篇都包含了「感應緣」部分，原因在於全篇則是對「感通」此觀念

的詮釋和特殊「格義」。其策略方向將《大唐西域記》、《王玄策傳》等文獻的

歷史文本改寫為理想（宗教）文本，則是類似「感應緣」的目的所在。 

藉由遊方經驗的描述，道世將「感通」置於當時「感所通」靈感方向的

環境之下，是初唐佛教信徒和法師對此概念的理解，成為此概念意義發展趨

勢的一部分。然而，必須補充說明的是，遊方與「感通」之間存在著特殊「客

體－主體」的關係，亦是一種從早期護法的功能漸漸形成由主體弘法的性質。

所以說，〈感通篇〉既是道宣感通思想的體現，又是其延續和補充。此篇不

僅呈現「佛法」、「聖跡」、「住持」三者間的關聯性，也證明宗教上「中心」、

「邊緣」的流動性，更重要是將這種變化與具體時代相連，讓這些核心觀念

反映佛教在那時代最需要強調的價值。 

將宗教義理價值予以某個地方非僅中國宗教文化現象，也普遍在中古基

督教中可看到。在中古時期，基督教徒對耶路撒冷的理解和崇拜經歷了不同

的階段。隨著基督教的歷史發展，教會以修辭的方式，影響了對耶路撒冷的

定義，即由具體地理概念轉成一系列形象建構的神學和修行象徵。此過程也



謝薇娜_空間與感通_51 

影響到了猶太人與基督教徒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實踐──朝聖者將耶路撒

冷看成單純有宗教歷史價值地點開始予以它精神意義，稱為「聖地」(Holy 

Land)。更重要地，朝聖的概念回應對耶路撒冷定義的變化，開始包括非空間

性的身體移動，也可視為由靈魂所完成的「沈思朝聖」 (contemplative 

pilgrimage)，即在心裏尋找內在化的耶路撒冷，在此階段沈思朝聖目的就不

是耶路撒冷此城市，而是耶穌。除了具體在空間移動的朝聖和沈思朝聖之外，

中古基督教的朝聖概念，亦包含了倫理維度，即以日常生活中修行實踐為主

的「倫理朝聖」(moral pilgrimage) (Dyas 232-248)，如此這般，形成西方宗教

徒對朝聖多元的理解。從如上文所述，遊方作為一種宗教活動，由於拜訪的

地方提供具體歷史資訊，因此尋訪跟佛教相關的地點也具備歷史價值，此事

實由〈感通篇〉併用佛教及歷史文獻可找到證據。透過這兩種性質略有不同

的文獻，《法苑珠林》的編纂者強調宗教（歷史）與一般歷史必須有共同點，

雖說宗教歷史與一般歷史已然建立自身的發展脈絡，然而藉由一般歷史的證

據，宗教的權威才可以更完美地被確立，即宗教的想像和道理可以被接受為

歷史根據和真實。兩種歷史的互動跟互相定位影響到宗教和歷史的定義。神

聖論述的基本原則表示，宗教和歷史定義必須依賴於我們對神聖的意向，同

時歷史本身也應該不斷地體現神聖，由這樣的方式，宗教才可成為歷史的一

部分(Otto 176)。〈感通篇〉結合對神聖空間的主體化以及對佛教歷史的重視，

或許是《法苑珠林》彰顯「感通」的重要特色所在。 

◎此篇論文以不同的版本陸續被發表在格拉斯哥大學舉辦「2018歐洲漢學

學會第二十二屆雙年會：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Mapping of 

Exchange” 」二○一八年八月、正修科技大學、高雄道德院舉辦「2018宗

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宗教交流與融合」二○一八年十一月，以

及二○一九年七月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筆者想感謝在修改過

程中，匿名審查提供寶貴的意見，在不同修改階段中，讓文章進一步完

善論述脈絡及方法取向。此篇論文為劉苑如教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追憶與交通：六朝冥感敘述研究與數位文本標記」

(MOST 106-2410-H-001-098-MY3)之下的博士後計畫(MOST 106-2811-H-

001-015)部分研究成果，在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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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法苑珠林》的研究一般從全書的類目結構、知識系統或文化層次解釋

其特色。例如，傅世怡(1987)對〈感應緣〉的結構、編纂方式、特色和

意義進行全面研究；吳福秀(2014)從分類方法探究本類書的知識系統；

李華偉(2015)一書，採祭祀、報應等觀念探究《法苑珠林》中呈現的中

國傳統文化與佛教價值的整合；陳昱珍(1992: 233-262)對作者的時代背

景以及類書的體例篇次進行研究。從佛教文獻與文學的角度的研究參看

鄭阿財(2008: 199-218)。 

2. 道宣將隋代兩位皇帝對佛法的看重以及受戒故事，透過感通敘述記載在

《集古今佛道論衡》。 

3. 「遊方」又稱「遊行」、「行腳」、「雲水」，是一個與佛教教義息息相關的

語彙。從〔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長阿含經》、〔隋〕闍那崛多譯

《佛本行集經》、〔唐〕義淨譯《根本薩婆多部律攝》等佛典可知，最初

釋迦僧團「遊方人間」的目的是為了教化民眾，同時也是實踐佛教教義

的生活方式。遊方也與戒律相關，即遊行有禮諸塔廟，累積功德，亦用

以尋道、求法。中國中古時期佛教的興盛，除了政治原因之外，也包括

佛教僧侶的遊方。此時，中國僧侶憂慮在佛教世界中，中國屬於邊緣地

區，於是派送僧人求法以獲得經典。與此同時，屬於佛教中心的僧人也

前往華夏翻譯經典與傳教。宋代禪師行腳的目的多在於訪師、悟道；明

代僧侶的活動則受到嚴謹管制，僧侶禁止出門，此政策對遊方行動產生

影響。參看蔣義斌(2006: 197-208)。「遊方」的議題在學界已有豐碩的研

究成果，或從佛教地理角度論析中古時期高僧的移動，或從佛教文化、

遊方與佛教律的關係、或對「西域」的理解、或中國僧人如何感受外來

僧人等諸多分析立場、或從遊方僧人在亞洲所形成的社會網絡研究等方

面，皆論述此特殊宗教活動及其對中古中國佛教的意義。參看王邦維

(2013: 84-89)；劉雄峰(2014: 142-145)；王美秀(2006: 1-18)；何先成(2015: 

1032-1035)；李映輝(1999: 197-215)；李映輝(2004)；張偉然(1996: 369-

373)；張偉然(1991: 225-240)；張偉然(1992: 219-244)；黃夏年(2004: 7-

10)；嚴耕望遺著(2005)；Jason Neelis (2014: 3-17)。 

4. 關於王劭的傳記細節可參看魏徵等(1994: 1601-1610)，亦記載於司馬光

(1980: vol. 178: 5547-5548; vol. 179: 5592)。 

5. 李四龍有關隋代仁壽舍利「感應」現象的研究表示，當時迎送舍利的儀

式目的在於「發露懺悔」，反映當時信眾普遍接受或期待的宗教經驗。

他還指出，這些神異以公共的形式出現，是自然界的現象，但也有屬於

個人的私密經驗，並出現不同的感應方式或種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用舍利的例子說明宗教並非是一種共同經驗，而是特殊的個體經驗，並

且進一步分析舍利感應如何成為公共事件，以及這種公共經驗如何轉化

成個體經驗。參看李四龍(2008: 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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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早期遊方的種類可參看侯旭東(1997: 28-34)；何方耀(2008)。 

7. 《尚書•洪範》云：「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

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

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及「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乂，時暘若；曰晰，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

曰蒙，恆風若」。見屈萬里(1969: 82-83)。「感應」在傳統文化中的詮釋

亦可參看 Robert H. Sharf (2002: 77-97)。 

8. 關於歷代中國傳統和佛教的感通、感應等研究，參看 Robert H. Sharf 

(2002: 77-133)。此研究題為〈感應的宇宙觀 Cosmology of Sympathetic 

Resonance〉主旨為探索此概念在古代中國文化中的意義並分析佛教的

靈、感、應等思想特徵。 

9. 釋果燈討論慧皎《高僧傳》〈神異篇〉和道宣《續高僧傳》〈感通篇〉的

思想差別，從此畫出兩部僧傳相關的時代對「感通」的理解差異。 

10. 道宣云：「信由業命之淳薄，故感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

遠籌於三世之道哉？」參看釋道宣(2014a: 1133)。 

11. 參見劉苑如(2013: 127-170)。其從敘述特色的角度探討道宣著作，分析

神祕經驗書寫文本中「感通」的意義，詮釋其與心、意、識、神等觀念

的關係。 

12. 道宣信仰實踐和佛教研究經驗則是一個例子，參看山崎宏(1967: 159-

186)。 

13. 關於《大唐西域記》的譯者與撰者的關係，參看賀昌群(1981: 255-266)。

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相關的研究頗多，白楊蒐集並評述，參看其(2008: 

20-25；2008a: 28-33)。 

14. 有關《西國志》的編纂過程可參看孫修身(1998: 264-267)。此書引文記

錄在《法苑珠林》〈感通篇•述意部〉、〈六道篇•修羅部．感應緣〉、〈傳

記篇•雜集部〉（這裡叫做《西域志》）。 

15. 在校對〈感通篇〉與《大唐西域記》的過程，筆者參看了唐・釋玄奘、

辯機(1990)。 

16. 例如卷六拘尸那揭羅國〈婆羅林及釋迦涅槃處〉（釋玄奘、辯機 1990: 538-

539）或卷七戰王國〈摩訶婆羅邑及諸遺跡〉（釋玄奘、辯機 1990: 585-

586）的紀錄。 

17. 如唐・釋道宣著(2000:14-100)，〈遺跡篇第四〉《釋迦方誌》（上）、〈遺跡

篇第四之餘〉《釋迦方誌》（下）以及〈遊履篇第五〉《釋迦方誌》。 

18. 如關於舍利的靈驗記比較集中的描述，參看釋道宣(1983a: 213-221)《廣

弘明集》所蒐集王邵《舍利感應記》和《慶舍利感應表》，及唐・釋道宣

(1980: 211-264)。關於《舍利感應記》與《慶舍利感應表》的研究參看劉

亞丁(2006: 41-54)。 

19. 其他出使的資料可見：第一次被派遣：《法苑珠林•感通篇•聖跡部》

（釋道世 2003）、後晉•劉昫(1975, 1995: 5307-5309)《舊唐書•天竺傳》；



54_《中山人文學報》 

第二次被派遣：後晉・劉昫(1975, 1995: 5290)《舊唐書•西戎傳》；第三

次被派遣：《法苑珠林•彌勒部》（釋道世 2003, vol. 16: 538）、《法苑珠

林•法服篇•感通部•感應緣》（釋道世 2003, vol. 35: 1107）。亦參看李

宗俊(2010: 15-19)。 

20. Robert Sharf 討論法身和感通的關聯，認為佛陀沒有獨立本體論的身份，

只存在於修行者的心裏，因此修行者可以通過住持佛陀的威神力、住持

三昧以及住持功德的根本，強調修行者不依靠神力，而由「定」帶來的

智慧。參看其(Sharf 2002: 116-119)。 

21. 有關佛塔的研究，多半採取地理分布的角度、或以佛塔崇拜與其信仰在

佛教史的意義等方向進行探討，參看張馭寰(2006)、釋湛如(2006)、杉本

卓洲(2007)、斎藤忠(2002)、全佛編輯部(2001)、浙江省博物館（編）(2015)。 

22. 在筆者參考的《法苑珠林校注》版本中，提到《宣律師住持感應傳》實

際上是《道宣律師感通錄》（釋道宣 1983）以及《律相感通傳》（釋道宣 

1983b）。 

23. 劉苑如的研究表示，這部作品的話題分為兩部分：漢地佛像、寺塔的來

歷，到唐前像、寺塔等佛、菩薩的神變遺跡，以及律制中僧衣、坐具、

戒壇的涵義，分別代表佛教流行的徵兆以及佛法常駐的基礎。參看劉苑

如(2013: 134)。 

24. 感謝審查者提出補充此細節之建議。 

25. 如果放在此部類書整個分類思想框架中，此篇該屬於信仰行為方面的介

紹，涉及人信仰活動，包括佛塔崇拜、佛寺信仰、舍利崇拜、供養僧人

等。參看李華偉(2015: 30)。 

26. 此過程與道教的洞天崇拜相關，如同前輩學者從遊觀經驗的角度進行觀

察，注意到「洞外－洞內」、「外景－內景」的過程實是「一種內向性的

超越」。參看李豐楙(2012: 40)。 

27. 名字意譯善賢，為釋迦牟尼最後弟子。 

28. 以《山海經》為例，學者強調此書所彰顯的地理特色和安排，必須視為

真實地理與宇宙觀的結合，其描述架構乃是基於宇宙模型和規則，從此

勾畫出神聖空間、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地勢(spiritual landscape) (Dorofeeva-

Lichtmann 53, 59)。  

29. 關於三者的關係參看藤善真澄(2002: 156-169)。 

30. 身為道宣(596-667)的弟子，道世協助道宣講法弘律，有著密切關係。他

們還密切合作翻譯佛經、注經等，道宣編輯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

三〈神僧感通錄〉所載故事也出現在《法苑珠林》不同卷內，參看陳昱

珍(1992: 236-237)；藤善真澄(2002: 163-169)；川口義照(1978: 815-817)。

富田雅史認為道宣對《法苑珠林》的編纂和資料選擇扮演了很重要的角

色(2000: 192-208)。作者認為道宣的感通理論其實必須思考中國傳統思

想特色，例如巫祝、陰陽說、讖緯等，都必須考慮到。而《續高僧傳•

感通篇》中道宣關注國家權力和佛教的關係，因此〈感通篇〉寫許多祈

雨、湧泉、治病等民眾和社會相關的高僧感通細節，另參看釋道宣(2014: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26298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5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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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72, 178)。藤善真澄(2002: 371-376)以及劉苑如(2013: 127-170)也探

討道宣《律相感通傳》中戒律與感通關係的特色。 

31. 《續高僧傳》卷四〈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描述聖跡、瑞光、舍利。

此傳記提供很多玄奘學過的佛經、在不同地方發生與當地國王的對話和

交流細節，以及當地學佛的情景和感通故事。收入釋光中法師編(1989: 

325-377)；范文瀾(1979: 134)。 

32. 除了《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以及在上述的《廣弘明集》中《舍利感應記》

與《慶舍利感應表》之外，類似於《律相感通傳》，道宣的《中天竺舍衛

國祇洹寺圖經》亦包含了天人感通細節，且與《大唐西域記》有一定的

關係。參看藤善真澄(2002: 552-556)。 

33. 唐太宗本身由支持道教到只允許玄奘一個人西行取經，但同時全國蓋了

寺廟、造了佛像，可見其經過了變化，而道佛教的爭議事件陸續發生，

如貞觀十一年下詔令道士女冠齋供行立講論，皆應在僧尼之前等等。參

看范文瀾(1979: 124-137)。 

34. 劉苑如(2010: 163-164)在研究劉薩荷時，分析僧人傳記當中「見」字的

通常出現。 

35. 在討論僧肇對聖人的理解，Robert H. Sharf 提出因如來無處不在，而其

特色和所居的地方，有足夠修行都可以看到。參見 Robert H. Sharf (2002: 

114-115)。 

36. 此地方的「中國」指的是佛典的中國，即恆河流域的摩羯陀國，是佛教

興起時，印度的政治及文化中心。參看釋僧祐（2013: 397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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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nd Numinous Communication 

A Research on the Narrative Specifics in Daoshi’s (596-683) 

Gantong Chapter in Fayuan zhulin 

Severina Balabanova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antong chapter in Daoshi’s Fayuan zhulin appeared in an important period 

in Chinese Buddhism, and reflec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uminous 

communication” (gantong) by the Buddhist monks at the time, using religious travel 

writing to interpret i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ravel and 

numinous communication in the early Tang, explores the narrative sequences in the 

Gantong chapter, and analyses the choice and ordering of material by Daoshi. It 

studi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acred and historical space as embodied in notions 

such as the “Buddhist dharma (fo fa), sacred traces (shengji) and upholding the faith 

(zhu chi),” and discusses Daoshi’s interpretation of “center” and “periphery” through 

observations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subjective dimensions of space.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specific relation between the space described by the concept of ganto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Daoshi, Fayuan zhulin, gantong, religious travel, subjectivized 

space 


